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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普及，网络闲逛已成为员工工间休息的重要选择。

基于注意力恢复理论，本文利用高技术制造企业 355 名“90 后”员工样本的上下级配对数

据，探讨了网络闲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闲逛程度对员

工创造力水平存在倒 U 型影响，与很少或过度参与网络闲逛的员工相比，适度参与网络闲

逛的员工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水平，工作认知投入在网络闲逛与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中

介作用。具体来看，网络闲逛会降低员工的工作认知投入，相比于过低或过高的认知投

入，适度认知投入更能有益于员工创造力水平的提升。此外，员工内在动机对认知投入

与创造力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即在内在动机高的情况下，适度的认知投入更能产生较

高的创造力水平。员工内在动机和工作创新要求联合调节认知投入与员工创造力的关

系，即在内在动机和创新要求都高的情况下，适度认知投入能够产生高的创造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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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活，员工越来越依赖网络来满足多元化的个人需求。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中国

网民已达 11.08 亿人，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8.7 个小时。随着人们习惯于把越来越多的时

间用于线上活动，在信息技术高度普及的数字化工作场所，网络闲逛也逐步演变为员工的日常行

为。网络闲逛（cyberloafing）是员工在工作时间使用互联网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Lim，2002［1］；

Huma 等，2017［2］）。虽然该行为常被视为拖延与不专注的表现，但也可被视为一种从工作中转移注

意力的休息活动，具有一定的恢复性功能。长时间工作极易引发疲劳，通过转移注意力和适度休

息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Karabinski 等，2021）［3］。作为一种常见的工间恢复性活动（Fritz 等，

2011［4］；Kim 等，2017［5］），网络闲逛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前职场环境中的多任务、高强度、

持续性的工作特征使员工缺乏离岗时间，导致传统恢复机会（如散步、运动、面对面聊天等）受限

（Sonnentag 等，2022）［6］，短时间、碎片化的网络闲逛成为有效的恢复方式。员工只需通过电脑终端

或移动设备接入网络，无需离开工位和依赖真实社交互动，这种低成本和高可控性特征使得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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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逛成为员工恢复性活动的默认选择。

早期研究认为网络闲逛会降低工作效率和绩效，因此，将其视为反生产行为或偏差行为

（Lim，2002）［1］。新近的研究发现，网络闲逛具有恢复功能，其有助于减轻倦怠（王双龙和张馨月，

2021）［7］并促进员工心理健康（Wu 等，2020）［8］。然而，关于网络闲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尚未取

得一致性意见。一些学者认为，网络闲逛有利于提升创造力（Tsai，2023［9］；崔智淞等，2024［10］）；但

有证据显示，网络闲逛对创造力仅有微弱的正向影响（Derin 和 Gökçe，2016［11］；Akar 和 Coskun，
2020［12］）或没有影响，甚至存在负向影响（Sawitri 和 Mayasari，2017）［13］。实证结论的矛盾表明，网

络闲逛与创造力之间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随着数字技术日益深度嵌入工作系统，网络闲

逛已成为员工恢复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作—生活边界日益模糊的背景下，演变成为一种

新型恢复机制。在此背景下，厘清网络闲逛如何影响员工创造力，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管理

中的重要议题。

基于注意力恢复理论，本文探讨网络闲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注意力包

括自主性和非自主性注意力（Kaplan 和 Kaplan，1989［14］；Kaplan，1995［15］），长期使用自主性注意力会

导致认知疲劳，而恢复性环境可以通过激发非自主性注意力来恢复认知疲劳以及激发反思和联

想。理想的恢复性环境需要使个体从常规环境的任务中抽离（即脱离），通过提供足够广阔的认知

空间（即广延性）来激发无认知负担的吸引（即软吸引），并与个体需求契合（即相容性）（Kaplan 和

Kaplan，1989）［14］。适度网络闲逛有助于营造一个促进心理脱离并具有软吸引、广延性与相容性的

数字化恢复性环境，用以激发员工非自主性注意力，从而提升创造力。然而，过度网络闲逛则违背

恢复性环境特征，反而加剧认知疲惫，损害创造力。因此，本文认为，网络闲逛与员工创造力存在

非线性关系。

此外，认知投入作为工作投入的认知维度，反映注意力聚焦于工作角色的时间和强度（Rich
等，2010）［16］。注意力是一种有限资源（Kahneman，1973）［17］，这就决定了员工需要在工作活动与非

工作活动之间分配注意力。网络闲逛会导致工作分心，从而减少员工对工作的认知投入。而认知

投入则进一步对创造力存在非线性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认知投入过高会损耗自主性注意力和

抑制非自主性注意力，导致认知疲惫以及抑制反思与联想，从而降低创造力；另一方面，认知投入

过低则意味着自主性注意力不足，难以专注于任务和目标，从而损害创造力所需的认知加工与执

行功能（Kaplan，1995）［15］。因此，本文认为，认知投入是网络闲逛与创造力之间非线性关系的中介

桥梁。

再者，认知投入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员工内在动机与工作创新要求。内在动机指从事

某一活动是因为该活动本身有趣而令人愉快，并非由外部奖励或压力而驱动的行为倾向（Ryan 和

Deci，2000）［18］。内在动机高的员工易被工作吸引而专注于任务，展现更强的好奇心与认知灵活性，

主动调控注意力分配以促进高阶认知加工（Frith 等，2021［19］；Grant和 Berry，2011［20］），从而在适度认

知 投 入 中 更 易 产 生 创 造 力 。 创 新 要 求 则 反 映 工 作 任 务 需 要 产 生 创 意 的 程 度（Morgeson 和

Humphrey，2006）［21］。高内在动机和高创新要求会形成理想的人—工作匹配（Kristof-Brown 等，

2005）［22］，使得适度认知投入最可能产生高的创造力水平。因此，内在动机与创新要求对认知投入

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具有联合调节效应。

因此，本文聚焦于职场中的网络闲逛现象，探究其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效应，并引入认知投入

作为潜在的中介机制。本文将注意力恢复理论引入数字化工作场景，识别出网络闲逛作为当代员

工日常工间休息方式，既可能营造有助于认知恢复的环境，也会因过度分心而妨碍恢复过程。本

研究为数字化时代的员工注意力管理提供了新的启示：网络闲逛不应被简单视为分心或时间浪

费，而应被重构为一种战略性恢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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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1.注意力恢复理论的文献回顾

注意力恢复理论是环境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其聚焦于认知功能恢复过程。该理论区分了

自主性注意力和非自主性注意力这两种基本的注意力类型。其中，自主性注意力是需要努力和有

意识控制的定向注意力，而非自主性注意力是自动、无意识的注意力，无需意志努力即可维持，通

常由引人入胜的事物自然引发。自主性注意力是人类认知系统的关键资源，在信息处理中扮演重

要角色，与执行功能（包括任务切换、抑制干扰、计划与监控等）密切相关，能使个体专注于任务和

目标（Kaplan，1995）［15］。但是，自主性注意力持续使用会引起疲劳和认知资源耗竭，进而导致注意

力涣散、易怒与烦躁、控制力与任务绩效下降等（Kaplan，1995）［15］。而非自主性注意力能自动吸收

环境刺激，为自主性注意力带来休息机会，消除认知疲劳以及促进反思和思维漫游（Kaplan 和

Kaplan，1989［14］；Stevenson 等，2018［23］）。

恢复性环境可以激发非自主性注意力，这主要缘于其四个维度的核心特征（Kaplan 和

Kaplan，1989）［14］：一是脱离，指从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日常任务中暂时抽离的心理体验。这种脱离

可以是物理上的，也可以是心理上的，有效的脱离需要建立心理距离以脱离消耗认知资源的常规

思维活动。二是广延性，指环境具有足够连贯性，而非孤立碎片的集合，能使人沉浸其中。广延

性包括范围和一致性两个方面，范围是指环境空间尺度与丰富性，一致性反映环境整体和谐性。

三是吸引力，包括硬吸引和软吸引。前者指的是体育赛事、动作电影、视频游戏中的刺激或激烈

的场景，其引人入胜，但是，高度占用认知资源，让人“紧盯不放”；后者指的是像自然界中的云朵

飘动、树叶飘落、流水潺潺、云卷云舒等场景，提供温和的吸引，不过度消耗注意力，能激发非自主

性注意力，允许思维漫游和促进反思。软吸引不需要努力维持注意，特别有助于恢复；而硬吸引

无法让自主性注意力得到休息，甚至进一步消耗和阻碍其恢复。四是相容性，指环境与个人目标

及倾向一致，能够满足个体需求和期望，使其与环境舒适和谐地互动，实现认知摩擦最小化

（Stevenson 等，2018）［23］。

恢复性环境的四个维度（即注意力恢复的四原则）并非必须全部具备才有恢复效应，但是，具

备越多则恢复性越强，且相互补充（Kaplan 和 Kaplan，1989）［14］。自然环境在以上四个维度上都具

有优势，尤其能提供软吸引，被认为是最具恢复性的环境。因此，注意力恢复理论的早期应用聚

焦于自然环境（尤其旅游）对认知功能恢复的价值（Lehto，2013［24］；Cameron 等，2020［25］；王璟和张

春晖，2022［26］；陈欣等，2025［27］）。除了自然环境外，其他一些环境也具有恢复性，如博物馆

（Kaplan 等，1993［28］；Packer 和 Bond，2010［29］）、宗教场所（Gill 等，2019）［30］、历史名胜（张亮和李君

轶，2024）［31］等。随着现代社会人们对数字技术依赖加深，注意力恢复理论的应用已从传统物理

环境扩展到数字环境，如数字媒介、虚拟现实尤其是数字自然（Berto，2014［32］；Browning 等，

2020［33］；Yeo 等，2020［34］；Spano 等，2023［35］）。虽然数字环境的恢复体验无法完全替代真实环境，

但已被证实存在恢复功能，而且数字环境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可定制化与易访问性优势。因此，本

文认为，员工通过网络闲逛在真实工作环境之外创造了一个潜在的数字化恢复环境，并对创造力

产生复杂影响。

2.网络闲逛对创造力的影响

自主性注意力是支持复杂任务与创造性思维等高阶心理功能的核心认知资源（Kaplan，
1995）［15］。长时间聚焦于任务会持续消耗自主性注意力，引起认知疲劳，削弱认知灵活性、信息加

工能力与创造性思维表现（Kaplan 和 Kaplan，1989）［14］。注意力恢复理论认为，优质环境有助于认

知恢复。当环境满足脱离、广延性、吸引力和相容性四个维度的核心特征时，其可以促进注意力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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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Gill 等，2019）［30］以及自我反思（属于高级形态的恢复）（Kaplan 等，1993［28］；Kaplan 和 Berman，
2010［36］）。反思则进一步有助于灵活应对和解决问题，促进创新性学习和创造性成果（Wang 等，

2019）［37］。

网络闲逛可以构建一个数字化微环境以实现恢复效应，主要通过如下四种方式实现：一是网

络闲逛为员工提供了心理脱离的窗口。心理脱离作为恢复体验的重要成分（Sonnentag 和 Fritz，
2015）［38］，能使大脑从任务积极网络（task-positive network）（主要支持自主性注意力等目标导向的认

知功能）切换到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在个体处于内省、自发思维或注意力游离状

态时激活）（Berman 等，2008）［39］，从而激发自由联想、自我反思和恢复性漫游，促进认知功能恢复

（Andrews-Hanna 等，2014）［40］。心理脱离还有助于脱离思维定势（Kaplan 等，1993）［28］，促进基于无

意识思维的信息整合与关联，为创造性思维的孵化提供认知基础（Dijksterhuis 和 Nordgren，2006［41］；

Zhong 等，2008［42］）。二是网络内容可以模拟软吸引特征（Kaplan 和 Kaplan，1989）［14］，成为数字时代

的“心理绿洲”（Bennett等，2018）［43］。比如，自然景观视频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自然恢复刺激，

轻松的社交媒体浏览互动以及短视频能激发非自主性注意力。三是网络闲逛也能满足一定程度

广延性要求（Kaplan 和 Kaplan，1989）［14］。例如，主题连续的网络内容能支持认知连贯性与深度拓

展，逻辑连贯的短视频以及围绕特定话题的讨论会产生沉浸感。四是网络闲逛易于实现相容性要

求（Kaplan 和 Kaplan，1989）［14］。员工可基于兴趣自主选择网络内容，调节浏览时长与信息密度，以

形成高度适配性，从而减少认知摩擦与损耗（Stevenson 等，2018）［23］，为创造性任务储备认知资源。

综上，网络闲逛可以建构恢复性环境，从而促进员工的创造力。

然而，当网络闲逛过于频繁或时间过长，形成过度网络闲逛时则会适得其反。可能的原因

如下：一是脱离维度遭到破坏。注意力恢复前提之一是对当前任务或压力产生心理脱离

（Kaplan 和 Berman，2010）［36］。而员工在过度网络闲逛中往往伴随着对工作进度的担忧和焦虑，

甚至频繁被推送的工作流信息打断，这种“伪脱离”状态难以实现恢复效应，反而加剧损耗

（Reinecke 等，2014）［44］。二是广延性维度被削弱。恢复性环境要求内容具有足够连贯性和深度

以实现沉浸式认知状态（Kaplan 和 Kaplan，1989）［14］，但在频繁的网络闲逛中，网络内容（尤其短

视频和社交媒体信息）呈现高度碎片化和跳跃性，缺乏内在逻辑与延展性。三是硬吸引挤占软

吸引。注意力恢复理论强调软吸引（Kaplan，1995）［15］，过度网络闲逛的员工往往受算法推送和

快速切换画面的高强度刺激而形成强制性硬吸引，从而增加认知负担，抑制默认模式网络激活，

从而损害创造性思维（Andrews-Hanna 等，2014）［40］。四是相容性缺失。恢复性环境需要与个体

内在需求与心理状态保持和谐一致（Kaplan 和 Berman，2010）［36］，而过度网络闲逛往往使员工因

任务拖延而产生内疚等负面心理（Panova 和 Lleras，2016）［45］，这种不和谐体验显然不利于认知恢

复。而且过度的网络闲逛会导致碎片化注意力和浅层信息处理，削弱创造力所需的专注、深度

思维和信息整合（Carr，2020）［46］，因此，过度网络闲逛会抑制注意力恢复，甚至加剧认知疲惫，从

而抑制创造力。

整合上述对立观点，本文认为，网络闲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由于网络闲

逛是当前数字化工作环境中的重要休息方式（尤其对年轻员工而言），如果员工完全聚焦于任务，

几乎从不参与网络闲逛，则会导致注意力疲惫；适度网络闲逛可满足注意力恢复的四原则以实现

恢复效应，并促进反思和激活创造性思维，从而促进创造力；而过度的网络闲逛则违背注意力恢复

的四原则，不仅无法实现恢复效应，还会加剧认知疲惫和损害创造性思维，最终抑制员工创造力。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员工网络闲逛与其创造力之间呈倒 U 型关系。相较于网络闲逛水平过低或过高的员工，适

度网络闲逛的员工创造力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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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知投入在网络闲逛对员工创造力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1）网络闲逛与认知投入。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认知资源，类似于一个可分配的“认知池”

（cognitive pool），个体需要将注意力资源动态地分配给不同的任务（Kahneman，1973）［17］。通过网上

聊天、听音乐、观看趣味视频等网络活动进行工间休息，能够产生心理脱离作用，将注意力从工作

中脱离出来（Karabinski等，2021）［3］。员工需要在工作任务与工作无关的上网活动之间分配注意力

资源，因此，网络闲逛活动会分散完成工作任务所需的注意力（Lim，2002）［1］并耗费认知资源（Du
等，2022）［47］。不仅如此，长时间的工间休息会增加重新切换到工作模式的难度，难以在休息后立

刻专注于任务（Fritz 和 Sonnentag，2005）［48］。相关研究表明，通过网络闲逛活动进行休息后重新回

到工作状态需要心理上的过渡，在切换过程中需要耗费反应时间，男性员工从网络闲逛状态切换

到工作活动状态大约需要四分钟，女性员工大约需要十分钟（Lim 和 Chen，2012）［49］。随着数字技术

加速发展，网络应用层出不穷，员工往往借助各种新兴的数字技术从事各种丰富而有趣的网络活

动，尤其容易沉浸其中，降低对工作的认知投入。

（2）认知投入与创造力。认知投入反映员工将注意力聚焦于任务的程度（Rich 等，2010）［16］，是

实现信息加工、复杂思考与创造性产出的重要基础（Zhou 和 Hoever，2014）［50］。在创造力形成过程

中，个体需要对信息进行整合与编码，这需要认知系统处于活跃状态（Amabile，1983）［51］。认知投入

程度本质上反映了自主性注意力强度，自主性注意力可以维持任务聚焦，其核心功能在于抑制干

扰、筛选信息并构建逻辑框架（Kaplan 和 Kaplan，1989）［14］。自主性的注意力控制在信息整合与思维

重组中具有核心作用（Beaty 等，2016）［52］，能够激发创造力所需的认知联结过程，将外部刺激与内部

知识网络建立联系（Benedek 和 Fink，2019）［53］，促使个体通过自我调节来多角度探索与界定问题，从

而产生新想法（Frith 等，2021）［19］。自主性注意力可以激活大脑的任务积极网络（Berman 等，

2008）［39］和目标导向的注意力聚焦（Kaplan 和 Kaplan，1989）［14］，增强专注力和聚敛性思维，优化逻辑

推理和分析，提高认知加工效率（Dijksterhuis和 Nordgren，2006）［41］。在低认知投入下，自主性注意力

缺乏，导致认知激活不足，造成信息加工与整合能力下降，从而抑制创造力（Amabile 等，1996）［54］。

而且，过度分心会造成目标迷失，使得原始洞察难以进入意识加工阶段，导致创造力孵化失败

（Zhong 等，2008）［42］。低认知投入下的自主性注意力不足还会导致工作效率下降和任务拖延，引发

压力和焦虑，不利于创造力产生（Shin 和 Grant，2021）［55］。由此可见，适度的认知投入有助于促进创

造力。

但是，认知投入作为一种持续动用自主性注意力的状态，其过度使用会导致注意力疲劳和认

知资源枯竭（Kaplan 和 Kaplan，1989［14］；Kaplan 和 Berman，2010［36］），从而抑制创造力所需的信息整

合、逻辑推导等认知加工（Beaty 等，2016［52］；Benedek 和 Fink，2019［53］）。在高度认知投入下，过度认

知激活还会损害思维灵活性，导致难以跳出固有的认知模式（Dreu 等，2011）［56］，这是因为，自主性

注意力聚焦于当前任务中有限而显著的信息，会忽略其他重要信息，阻碍信息的关联搜索以及对

远 距 构 念 关 系 的 建 立（Zhong 等 ，2008［42］；Kenett 和 Faust，2019）［57］，从 而 抑 制 创 造 性 思 维

（Dijksterhuis 和 Nordgren，2006）［41］。此外，根据注意力恢复的四原则，非自主性注意力有助于脱离

当前任务，通过软吸引和广延性来支持思维漫游和反思，通过相容性来匹配个体需求。从而促进

自主性注意力的恢复（Kaplan 和 Kaplan，1989）［14］，并激活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以促进潜意识联想

（Berman 等，2008）［39］。但是，过度认知投入导致的自主性注意力持续使用，会抑制非自主性注意

力，导致无法从认知疲惫中恢复，并抑制联想、反思、信息关联与认知灵活性。由此可知，对工作任

务的过度认知投入会降低创造力。

（3）网络闲逛、认知投入与员工创造力。整合上述对立观点可以看出，过低或过高的认知投入

都可能抑制员工创造力，适度的认知投入更有利于提升员工创造力水平。根据注意力恢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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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注意力可以对任务和目标保持足够专注以提高执行效能，而非自主性注意力可以恢复认知

疲惫以及促进反思和思维漫游。适度的认知投入有助于实现自主性注意力与非自主性注意力的

平衡，保持注意力资源的可持续稳定使用，提高认知加工效率，增强思维灵活性与创新性。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认知投入在网络闲逛与创造力的倒 U 型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4.员工内在动机与工作创新要求的联合调节作用

适度的认知投入为创造力提升提供了认知基础，但是，员工是否能够利用这一基础条件则依

赖内在动机的驱动。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内在动机是指个体出于对工作本身的兴趣、挑战或意义

的自发驱动倾向。这种动机反映了基于内在愉悦而对新奇事物的探索欲望和挑战目标的倾向，表

现为基于好奇心的参与行为、发现新视角以及寻求最佳挑战（Ryan 和 Deci，2000）［18］。内在动机高

的员工更容易被工作所吸引，在适度认知投入过程中更加专注，主动调控认知投入的强度与方向，

优化注意力资源的动态分配，提高认知加工效率，形成创造性想法（Frith 等，2021）［19］。而且，高内

在动机的员工始终保持对任务的关注，展现出强烈的好奇心、认知灵活性和努力来执行任务，并倾

向于设置和坚持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目标（Ryan 和 Deci，2000［18］；Grant和 Berry，2011［20］），主动重塑任

务以提升价值与意义（田喜洲，2024）［58］，围绕创新目标协调认知资源，促进更多反思、关联、整合等

高阶认知加工过程。因此，内在动机高的员工在适度认知投入中更容易产生创造力。相反，低内

在动机的员工对工作本身缺乏兴趣和热情，不太会主动设置和坚持创造性问题解决目标，并缺乏

认知灵活性和好奇心，容易出现认知僵化和目标涣散，难以优化注意力资源分配以促进高阶认知

加工，即使保持适度认知投入，也难以激发创造力。因此，在内在动机高时，适度认知投入更可能

产生较高的创造力水平。

依据人—工作匹配理论，当工作与个体特征匹配时，能产生更好的态度、行为和绩效（Cable 和

Derue，2002［59］；Kristof-Brown 等，2005［22］；赵琛徽和张秀慧，2025［60］）。内在动机属于个体动机特征，

反映个体对工作的兴趣、好奇心以及从中获得愉悦的倾向（Ryan 和 Deci，2000［18］；Grant 和 Berry，
2011［20］）。创新要求属于工作特征，反映工作要求员工提出新颖的方法、思路或解决方案来应对变

化的工作挑战（Morgeson 和 Humphrey，2006）［21］。高内在动机提供了对创造性解决工作问题的持久

兴趣和驱动力。高创新要求意味着员工有机会进行探索、尝试以及提出创新的构想，二者恰好实

现人与工作匹配。内在动机为创造性活动提供持久兴趣和内在动力，创新要求为创造性活动提供

明确方向和外部动力。二者相辅相成，有利于将适度认知投入用于高效的思维活动，从而提升创

造力水平。相反，当内在动机与创新要求不能形成“高—高”匹配的最佳状态时，适度认知投入难

以产生高水平创造力。如果内在动机水平低，员工只会将适度的认知投入用于完成表面任务，无

法推动深度的创造活动：在低创新要求下，他们往往工作敷衍，不会主动寻求创造性解决问题；而

在高创新要求下，则会产生抵触心理，并产生压力与损耗，难以提升创造力水平。如果内在动机水

平高的员工从事缺乏创新要求的工作，由于任务缺乏变化和挑战，没有机会参与创造性过程，在工

作任务结构特征的刚性限制下，即使保持适度认知投入，也难以激发创造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3：员工内在动机和工作创新要求对认知投入与员工创造力的倒 U 型关系存在联合调节作用。

在内在动机和创新要求都高时，适度认知投入最可能产生较高的创造力水平。

综上所述，网络闲逛通过认知投入对员工创造力产生倒 U 型影响。具体而言，网络闲逛对认知

投入具有负向作用，而认知投入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此外，内在动机与创新要求共

同调节了认知投入与创造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171



张　浩，王聪颖，丁明智，张正堂　网络闲逛、认知投入与员工创造力

图 1　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与数据搜集

本研究主要采用在线问卷方式搜集江苏省苏州市六家高技术制造企业员工数据。参与者主

要从事技术服务、运营和研发等岗位工作。本文通过社会关系联系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部

门，得到允许后获得员工名录。由于知识型员工的工作高度依赖持续的注意力投入与创造性思

维，这与注意力恢复理论以及本研究的主题高度契合。出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90 后”是“互联网

原住民”，网络使用已深度融入其日常生活与工作。因此，网络闲逛在“90 后”知识型员工这一群体

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有鉴于此，本研究选择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90 后”员工，请直接主管对

其转发电子问卷链接。调研历时共约三个月，分三个阶段搜集数据，相邻两次搜集时间约相距一

个月。第一阶段搜集网络闲逛数据。第二阶段搜集员工认知投入、内在动机和工作创新要求的数

据。前两个阶段采用匿名问卷，仅要求填写最常用手机号末四位数作为唯一标识码，以便于匹配

两次问卷，并根据该标识码随机抽奖和颁发奖品。第三阶段由前两个阶段匹配问卷填写者的直接

上司来评价下属创造力，并通过微信点对点搜集评价数据，针对每个下属的评价问卷均保留以上

标识码，以便与前两次问卷匹配。

第一阶段（2023.10.30—2023.11.6）共获得反馈问卷 482 份，剔除胡乱填写和填写不完全的问卷

后，回收有效问卷 429 份。第二阶段（2023.12.4—2023.12.10）针对第一阶段有效问卷的填写者发放

问卷，获得与第一阶段问卷匹配的有效问卷 380 份。第三阶段（2024.1.8—2024.1.17）由 92 名直接

主管评价匹配问卷所对应员工的创造力。剔除填写不全和胡乱填写的无效问卷外，最终获得 355
套匹配的样本数据。三阶段的问卷总体有效率为 73.65%。其中，男性 197 人，占比 55.49%；女性

158 人，占比 44.51%。本科学历 298 人，占比 83.94%；硕士学历 52 人，占比 14.65%，博士学历 5 人，

占比 1.41%。年龄为 23~33 岁，平均年龄 29.82 岁。工龄为 1~10 年，平均工龄 5.27 年。

2.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量表均参照已有的英文成熟量表，并通过回译进行验证。其中，网络闲逛的测量参

照 Lim（2002）［1］开发的量表，包括 11 个题项。根据我国员工网络活动实际情况（相比于西方国家，

电子邮件并非我国员工最主要的网络应用），将原量表中关于查收、发送与接收电子邮件的三题合

并为一题：“从事与工作无关的电子邮件活动”，并增加两题：“通过社交媒体（比如：微信等）进行社

交互动”“通过网络上传与工作无关的信息”。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评价自己在工作时间从事以上

网络活动的程度（1 表示从不，5 表示总是）。

创造力的测量采用 Farmer 等（2003）［61］开发的量表。包括四个题项，比如“这位员工往往首先

尝试新的想法或方法”。认知投入的测量采用 Rich 等（2010）［16］开发的量表。包括六个题项，比如

“我在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注意力”。内在动机的测量采用 Grant 和 Berry（2011）［20］开发的四个题

项，比如“我从事目前的工作是因为我很享受工作本身”。创新要求的测量采用 Morgeson 和

Humphrey（2006）［21］开发的四个题项，比如“我的工作经常需要处理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上述四

个变量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评价自己对题项内容的同意程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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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参照以往关于员工创造力研究文献（耿紫珍等，2020）［62］，本文将性别、年龄、学历以及在

本企业的工龄这四个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四、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共同方法偏差与区分效度检验

Harman 单因子检验表明，第一主成分解释变异量为 21.353%，小于总体变异的一半。验证

性因子分析也表明单因子模型拟合效果很差（如表 1 所示）。因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

重。表 1 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五因子模型拟合效果优于其他模型，说明研究变量具有良

好的区分效度。此外，本研究根据中国情境对网络闲逛原始量表做了少量修正，因此，对该量表

单独做 CFA 检验。结果表明，除了三个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略低，分别为 0.548、0.529 和 0.539
（已达到可接受标准 0.5），其他八个题项的载荷均在 0.55 以上（达到良好标准），χ2（44）=129.790，
RMSEA=0.074，CFI=0.912，TLI=0.890，SRMR=0.054。这表明，修正后的网络闲逛量表具有良好的

构念效度。

表 1 区分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N=355）
模型

五因子：CL、CE、CT、IM、CR

四因子：CL+CE、CT、IM、CR

三因子：CL+CE+CT、IM、CR

二因子：CL+CE+CT+IM、CE

单因子：合并所有因子

χ2

718.122
1341.250
2001.264
2375.558
2764.686

df

367
371
374
376
377

χ2/df

1.957
3.615
5.351
6.318
7.333

RMSEA

0.052
0.086
0.111
0.123
0.134

CFI

0.907
0.744
0.571
0.474
0.370

TLI

0.898
0.720
0.534
0.432
0.322

SRMR

0.055
0.090
0.117
0.125
0.137

注：CL 代表网络闲逛；CE 代表认知投入；CT 代表创造力；IM 代表内在动机；CR 代表创新要求

2.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与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网络闲逛与认知投入呈负相关（r=-0.264，p<
0.01）。网络闲逛与创造力呈负相关（r=-0.211，p<0.01）。认知投入与创造力呈正相关（r=0.242，p<
0.01）。但是，网络闲逛、认知投入与创造力均呈低度相关，从而为本文模型中的倒 U 型关系假设提

供了初步支持。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N=355）
变量

1.性别

2.年龄

3.学历

4.工龄

5.网络闲逛

6.创造力

7.认知投入

8.内在动机

9.创新要求

均值

0.555
29.823
1.175
5.273
3.193
2.768
2.846
3.333
3.225

标准差

0.497
2.382
0.416
1.760
0.475
0.654
0.434
0.606
0.560

1

0.040
0.008
0.017
0.082

-0.011
-0.029
0.074
0.057

2

-0.031
0.697**

0.022
0.012
0.064

-0.049
-0.094

3

-0.092
-0.062
0.176**

0.012
0.026

-0.003

4

0.052
-0.072
-0.004
-0.102
-0.036

5

（0.842）
-0.211**

-0.264**

-0.245**

-0.005

6

（0.876）
0.242**

0.318**

0.338**

7

（0.856）
0.270**

0.065

8

（0.822）
0.150**

9

（0.802）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中为 Cronbach’s α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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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设检验

（1）主效应假设回归结果。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第（1）列中，网络闲逛的系数显著（b=
-0.240，p<0.001），表明网络闲逛对认知投入存在负向影响。第（2）列中，网络闲逛平方的系数显

著为负（b=-0.513，p<0.001）。结合一次项系数计算得到曲线转折点处的网络闲逛水平为 2.732，
处于网络闲逛取值范围［1.182，4.273］。而且，在网络闲逛最大值（4.273）处的曲线斜率为负（值

为-6.564），在网络闲逛最小值（1.182）处的曲线斜率为正（值为 2.086）。根据二次曲线效应检验

步骤可知（Haans 等，2016）［63］，网络闲逛对创造力存在倒 U 型影响（如图 2 所示）。假设 H1 得到

支持。

表 3 层级回归分析结果（N=355）

变量

网络闲逛

网络闲逛 2

认知投入

认知投入 2

内在动机

内在动机×认知投入

内在动机×认知投入 2

创新要求

创新要求×认知投入

创新要求×认知投入 2

内在动机×创新要求

内在动机×创新要求×认知投入

内在动机×创新要求×认知投入 2

性别

年龄

学历

工龄

常数项

F
R2

调整 R2

认知投入

（1）
-0.240***

-0.010
0.022+

-0.008
-0.019

3.059***

5.89***

0.078
0.065

创造力

（2）
2.803***

-0.513***

-0.006
0.037*

0.226**

-0.049+

-1.953*

12.37***

0.176
0.162

（3）

2.483***

-0.368***

-0.023
0.019
0.236**

-0.036
-1.884+

8.43***

0.127
0.111

（4）
2.506***

-0.455***

2.026***

-0.306**

-0.014
0.028
0.210**

-0.039
-4.591***

12.46***

0.224
0.206

（5）

2.798***

-0.418***

0.223***

3.781**

-0.610**

-0.047
0.017
0.254***

-0.036
-3.095**

10.11***

0.209
0.188

（6）

2.098**

-0.301**

0.164**

3.781**

-0.634**

0.377***

-0.067
0.055

-0.374***

4.452+

-0.863*

-0.073
0.037*

0.275***

-0.051*

-3.610***

10.98***

0.327
0.297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乘积项已做中心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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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闲逛与创造力的关系 图 3　认知投入与创造力的关系

图 4　内在动机的调节效应 图 5　内在动机和创新要求的联合调节效应

（2）中介机制检验。第（3）列中，认知投入平方的系数显著为负（b=-0.368，p<0.001）。计算得

到曲线转折点处的认知投入水平为 3.374，处于认知投入取值范围［2，4.167］，而且在认知投入最大

值处的曲线斜率为负（-3.907），在认知投入最小值处的曲线斜率为正（1.011），这表明，认知投入对

创造力存在倒 U 型影响（如图 3 所示）。本研究模型的中介路径第一阶段为线性关系，第二阶段为

倒 U 型关系，因此，在曲线中介效应的回归检验中，除了放入自变量网络闲逛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以

控制网络闲逛对创造力的非线性效应，还需要同时放入认知投入的一次项和二次项（Hayes 和

Preacher，2010）［64］，如第（4）列所示。在控制了网络闲逛对创造力的非线性效应后，认知投入二次

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b=-0.306，p<0.01），表明认知投入对网络闲逛与创造力的曲线关系存在中

介效应。而且，网络闲逛平方项系数仍然显著（b=-0.455，p<0.001），表明认知投入在网络闲逛与创

造力的曲线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2得到支持。

此外，曲线关系的中介效应与线性关系的中介效应的最大区别在于：线性关系的中介效应

值是确定的，而曲线关系的中介效应大小随自变量的水平而变化，称为瞬时间接效应。Hayes
和 Preacher（2010）［64］建议计算出当自变量取三个特殊值（均值 -1 标准差、均值、均值 +1 标准

差）时的瞬时中介效应值，从而更精确地反映当自变量和因变量存在二次曲线关系时的中介

效应变化规律。因此，进一步采用加载于 SPSS 的 MEDCURVE 程序，通过 Bootstrap 法检验二次

曲线的中介效应模式。在网络闲逛的不同水平下，认知投入在网络闲逛与创造力之间的瞬时

间接效应如表 4 所示。当网络闲逛处于不同水平时，认知投入的瞬时中介效应均显著，置信区

间不包括 0。从效应值可知，认知投入的瞬时间接效应随着网络闲逛程度的增加而增强，这表

明，网络闲逛越多，其效应越会经由认知投入的中介作用而传导至创造力。假设 H2 得到进一

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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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二次曲线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N=355）
网络闲逛

三个水平

M-1SD
M

M+1SD

中介变量：认知投入

效应值

-0.052
-0.069
-0.085

标准误

0.022
0.027
0.035

置信区间下限

-0.105
-0.130
-0.168

置信区间上限

-0.016
-0.027
-0.032

注：Bootstrap 检验采用偏差矫正百分位法；5000 次抽样；采用 95% 置信区间

（3）调节效应检验。表 3 的第（5）列中，认知投入平方项与内在动机的乘积项的系数显著（b=
-0.610，p<0.01），而且符号与认知投入平方项的系数符号相同，表明内在动机对认知投入与创造力

的二次曲线关系具有增强型调节效应（Lind 和 Mehlum，2010）［65］。调节效应如图 4 所示。在内在动

机高的情况下，认知投入与创造力的倒 U 型关系特征更为显著。根据内在动机大于均值和小于均

值对样本分组，进行简单效应回归分析表明，在高内在动机的样本组，认知投入平方项的系数为

-0.695，并达到 0.001 的显著性水平，支持了认知投入与创造力的倒 U 型关系。而在低内在动机的

样本组，认知投入平方项的系数完全不显著，表明这种情况下的认知投入与创造力之间倒 U 型关系

不成立。

表 3 的第（6）列为内在动机和创新要求的联合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内在动机、创新要求与认知

投入平方项这三者的乘积项系数显著为负（b=-0.863，p<0.05），这表明，内在动机和创新要求共同

调节了认知投入与创造力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调节效应如图 5 所示。在内在动机和创新要求都

高时，认知投入与创造力的关系呈现为倒 U 型曲线，表明适度网络闲逛导致了更高的创造力水平。

在内在动机高，而创新要求低时，认知投入与创造力的倒 U 型曲线变得相对平缓。而在内在动机低

的两种情况下，认知投入与创造力的倒 U 型关系特征消失。因此，假设 H3得到支持。

进一步根据两个调节变量的水平（以各自的均值为界），对样本分组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对于高内在动机、高创新要求样本组，认知投入平方项的回归系数为-0.755（p<0.001），说明认知投

入与创造力的倒 U 型关系显著。对于高内在动机、低创新要求样本组，认知投入平方项的回归系数

为-0.436（p<0.1），说明倒 U 型关系的显著性微弱。而对于低内在动机、高创新要求以及低内在动

机、低创新要求样本组，认知投入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完全不显著，这表明，在内在动机缺乏的情况

下，无论工作创新要求高低，适度认知投入都不会产生较高的创造力水平。因此，分组检验结果进

一步支持了假设 H3。同时，可以看出，内在动机在适度认知投入激发创造力过程中具有关键调节

作用。此外，从图 5 看出，在低内在动机的两组样本中，认知投入与创造力接近线性关系。进一步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对于（低内在动机，高创新要求）样本组，认知投入与创造力的正向关系不

显著（b=0.303，p>0.05），而对于（低内在动机，低创新要求）样本组，认知投入与创造力的正向关系

显著（b=0.327，p<0.01）。这组结果可能表明，当缺乏内在动机的员工从事创新要求高的工作时，任

务压力与焦虑会导致认知负荷过载，难以有效转化为创造性成果。相反，在创新要求低的工作情

境中，员工面临的外部压力小，心态更为放松，认知投入更可能以自主的方式进行信息整合与问题

重构。即便缺乏内在动机，也可能在这种宽松环境中萌生自发性的创意。

五、 结论与讨论

1.主要研究结论

基于注意力恢复理论，本文探讨网络闲逛对创造力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

闲逛对创造力的影响存在“过犹不及”的倒 U 型效应，相比于很少和过度的网络闲逛，只有适度的网

络闲逛才有助于提升员工创造力。认知投入在网络闲逛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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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闲逛会降低对工作的认知投入，而认知投入与创造力存在倒 U 型关系。员工内在动机对认知投

入与创造力的关系具有增强型调节效应，当内在动机高时，适度认知投入更能够产生较高的创造

力水平。员工内在动机和工作创新要求联合调节认知投入与创造力的关系，在员工具有高度的内

在动机，并且工作具有高度的创新要求时，保持适度认知投入最可能产生较高的创造力水平。

2.理论贡献

（1）本研究揭示了网络闲逛对创造力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丰富了当前对网络行为与员工创新

之间关系的理论。尽管已有少数学者初步探讨了网络闲逛对创造力的直接效应，但是，相关研究

的结论尚不一致（Tsai，2023［9］；Derin 和 Gökçe，2016［11］；Akar 和 Coskun，2020［12］；Sawitri 和 Mayasari，
2017［13］）。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缘于现有研究均采用线性分析范式，忽视了网络闲逛作为一种

去任务化的活动，其对创造力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为回应现有研究不足，本研究系统检

验了员工网络闲逛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发现适度网络闲逛有助于激发创造力，而过度或极少网

络闲逛则会抑制创造力。此外，以往研究对网络闲逛影响创造力的内在机制也缺乏探讨（Tsai，
2023［9］；Derin 和 Gökçe，2016［11］；Akar 和 Coskun，2020［12］；Sawitri 和 Mayasari，2017［13］）。本研究引入

认知投入为中介变量，从注意力视角揭示了网络闲逛影响创造力的路径机制，不仅厘清了以往研

究中网络闲逛与创造力关系不一致的原因，也深化了关于员工微观行为如何转化为创新产出的理

论研究。

（2）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关于工作投入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往研究一般

认为，工作投入对创造力存在促进作用（Aldabbas 等，2023）［66］。然而，这一观点在实际工作场景中

可能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工作投入多维性及其复杂作用机制。由于创造力高度依赖认知加工，且

注意力恢复理论聚焦于个体注意力资源耗竭与恢复，而认知投入是最直接反映注意力使用强度的

工作投入维度。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工作投入的认知维度（即认知投入），并首次发现认知投入对

创造力存在倒 U 型效应，表明注意力资源分配存在适度最优效应，适度分心反而有助于创造力形

成。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员工内在动机对认知投入与创造力之间倒 U 型关系存在调节效应，内在

动机与工作创新要求还共同调节这一非线性关系。上述发现从个体动机特征与工作情境特征两

个维度识别了认知投入作用效果的重要边界条件，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工作投入与创造力的研究。

（3）以往关于网络闲逛与创造力的关系研究大多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支撑，只有个别采用资

源保存理论来解释（Tsai，2023）［9］。然而，资源保存理论强调个体为应对资源威胁而采取的防御性

逃避行为（如网络闲逛），更适用于高压环境下的被动应对，难以解释员工在非压力状态下主动进

行网络闲逛及其创造力激发效应。而注意力恢复理论强调个体通过短暂脱离任务以实现主动恢

复，更契合网络闲逛作为一种日常工间休息行为的心理过程，并能更好地解释网络闲逛与创造力

的倒 U 型关系。因此，本文首次将注意力恢复理论引入网络闲逛研究领域，推动了网络闲逛从防御

性逃避向战略性恢复的理论重构。

（4）本研究拓展了注意力恢复理论的应用边界。尽管已有研究揭示了数字媒介具有一定的恢

复功能（Berto，2014［32］；Browning 等，2020［33］；Yeo 等，2020［34］；Spano 等，2023［35］），但是，主要关注日常

休闲或健康场景，尚未触及职场数字化场景中的恢复机制。本研究将注意力恢复理论创新性地应

用于数字化工作环境，并聚焦于网络闲逛行为，一定程度填补了这一空白，揭示了网络闲逛作为数

字时代的一种主流的非正式工间休息方式的独特恢复作用。这不仅拓展了注意力恢复理论在组

织行为和工作场景中的适用范围，也为数字化时代的员工注意力管理和创新激励提供了理论

启示。

3.管理启示

（1）管理者应理性看待网络闲逛，将其作为提升恢复效率与激发创造潜能的战略工具。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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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持续加深，网络活动已成为数字时代工间休息的主要形式，剥夺员工在工作期

间进行网上社交和娱乐放松活动的自由无疑会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随着数字化转型加

速，信息技术将日益深度嵌入工作流程，网络闲逛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化和常态化。企图通过严格

监控或高压管理来彻底杜绝员工网络闲逛行为显然极不现实，也难以奏效。因此，应以包容和科

学的态度看待这一行为现象，认识到其在缓解认知疲劳、恢复注意力资源中的潜在价值，将其视为

战略性恢复手段和创造力提升的重要资源。相比于将其简单归类为工作分心或“磨洋工”，更应将

其视为一种战略性的恢复手段和激发创造力的重要资源，允许员工在适度范围内自主参与网络闲

逛，以促进认知恢复和激发创新思维。

（2）管理者需要警惕员工网络成瘾而造成破坏恢复功能的“硬吸引”。一方面，组织要完善网

络使用政策和规范，避免过于刺激和持续损耗注意力的网络活动，将网络活动限定在有益的社交、

娱乐放松以及获取新知识和信息的范围内，并实施必要的培训以增强员工的时间管理和自我控制

能力，避免沉迷于网络闲逛活动；另一方面，人力资源部门及直线主管要科学引导员工合理规划工

间休息，根据具体工作内容和岗位性质提出弹性化的非工作网络活动建议，并通过时间管理培训

或工作间隙提示，将网络闲逛作为一种工间休息嵌入工作节奏。还可以引入定量评估工具，开发

工作行为管理系统，记录员工网络使用行为，识别网络闲逛时间的最佳阈值，形成个性化指导

建议。

（3）管理者需要创造条件和引导员工来保持适度的工作认知投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下，不少企业采用“996”工作制，或者员工在职场内卷氛围下主动长时间加班。但是，注意力长时

间、高强度地聚焦于任务反而抑制创造力形成，最终影响组织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组织亟需

优化工作流程以缩短工作时长，并创造条件和引导员工运用基于网络活动的微休息来保持适度认

知投入。比如采用“番茄工作法”（pomodoro technique），设定具体时间段和休息间隔，通过短时间

高效专注来提升工作效率。组织还可以引入智能化办公工具，帮助员工平衡网络闲逛与工作任

务，通过应用程序提醒合理休息时间，同时，鼓励员工使用在线资源激发灵感。此外，还需要定期

评估员工工作压力和任务负载，灵活调整任务难度与时间安排，确保员工对工作保持适度的认知

投入。

（4）管理者应激发员工内在动机和明确工作创新需求。本研究发现，适度认知投入对创造力

的促进效应依赖于员工内在动机和工作创新要求。一方面，要激发员工内在动机。首先，要针对

员工心理特征来优化工作设计。由于自上而下的传统工作设计难以满足员工个性化心理需求，因

此，要鼓励员工自发重塑工作任务，从而提升工作意义和乐趣。其次，组织应赋予员工更多决策

权，让他们自主选择完成任务的方式，并帮助其理解工作的价值。例如，通过分享组织愿景、客户

反馈或社会影响，使其感受到工作意义以增强内在动机。再者，组织要为员工提供学习和成长机

会，定期提供技能培训、创新项目或跨部门合作机会，促进能力提升和成长，增强成就感，从而提升

内在动机。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在工作说明书中需要明确提出创新要求，并实施创新绩效考核与

奖励制度，并鼓励员工主动识别和利用工作中的创新机会，自主提升工作创新要求。同时，要定期

组织头脑风暴会或项目回顾会，设置及时反馈机制，鼓励分享创意，从而明确任务不同阶段的创新

要求。

4.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问卷调查中虽然从三个不同时点分别获取解释变量、中

介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数据，以满足因果关系的时间顺序性要求，后续研究可以采用实验方法对变

量进行严格操控来进一步确证因果关系。同时，为了减轻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请员工的直接上

级评价员工的创造力，但是，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均源于员工的自我汇报，尽管数据有效性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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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方差检验，却不能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后续研究可以尝试通过其他来源获取网络闲

逛数据，比如，通过实验方法获取网络闲逛活动的实际时长来客观反映网络闲逛，或者由工作中位

置最为邻近的同事来评价网络闲逛程度。其次，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高技术制造企业员工，未来

需要提高样本多样性以增强结论推广性。再次，本研究仅考虑了员工内在工作动机和工作创新要

求对认知投入与创造力之间曲线关系的调节效应，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引入领导的底线心智和鼓励

创新，以及组织创新氛围等情境因素，探讨其作为边界条件的作用机制。最后，本研究也引出若干

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例如，网络闲逛活动本身具有多样性，本文仅从整体层面进行分析，未来研

究可以细化不同类型的网络闲逛行为，比较其对创造力的差异性影响，以期为数字时代科学引导

员工网络行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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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loafing,Cognitive Engagement,and Employee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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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growing richness of internet applic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cyberloaf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mmon choice for employees during work breaks. Cyberloafing refers to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non-work-related 
activities during working hours. However，research on how cyberloafing affects employee creativity remains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and existing studies have yielded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indicat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variables. With the deepening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to the workplace，cyberloafing has 
increasingly evolved into a novel recovery mechanism amid the blurring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non-work.Therefore，
it is extremely urgent and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effect of cyberloafing on employee creativity .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cyberloafing affects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unco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is relationship. Drawing on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theoretical hypotheses are proposed and test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hypothesizes that cyberloafing has a non-linear effect on creativity，and that cognitive engagemen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loafing and creativity.Additionally，employee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job innovation requirement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engagement and creativity.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55 employees in six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Suzhou，Jiangsu Province.The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test indicate that 
cyberloafing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creativity，with moderate levels of cyberloafing associated with higher 
creativity. Cognitive engagement partially mediates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loafing and creativity .
Specifically，cyberloafing reduces cognitive engagement in work，which subsequently exhibit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creativity. Furthermore，intrinsic motivation moderates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engagement and creativity.Moreover， this relationship is jointly moderat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innovation requiremen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make some contribution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irstly，this study reveals the nonlinear 
effect of cyberloafing on creativi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gnitive engagement.This finding reconciles inconsistent 
results in previous research and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behavior and 
employee innovation.Secondly，this study advan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link between work engagement and creativity by 
uncovering a novel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f cognitive engagement on creativity.It also identifies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employees’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job innovation requirement，thereby enriching the literature on work engagement.

Additionally，previous research on cyberloafing and creativity generally lack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with only a 
few studies drawing on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is study introduces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shifting the 
perspective on cyberloafing from defensive avoidance to strategic recovery. Finally，this study broadens the application of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by applying it to cyberloafing in digital work environments，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employee cognitive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insights for companies seeking to cultivate employee creativity.Organizations can tacitly allow 
employees to moderately engage in cyberloafing activities to fully stimulate their creative potential.However，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online usage policies and guide employees to strengthen self-control during cyberloafing. At the same time，
organizations should optimize workflow to shorten work hours and create conditions that allow employees to take moderate 
work breaks， including cyberloafing. Furthermore，managers need to optimize work design to meet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needs，stimulate their intrinsic motivation，and increase the innovation demands of their tasks. Employees 
should be empowered and encouraged to reshape their tasks， enhance work interest， and make use of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Key Words：cyberloafing；creativity；cognitive engagement；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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